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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天下：近代闽商慈善的根本理念

闽南的地理环境
与商业文化传统

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
情况下，由于闽地西、北有山麓
与内地隔绝，闽南一带民众与外
界的联络主要通过水上交通。 而
福建境内通及江南和中原的运
河和江流较少，东南方向的大海
就成了他们寻求生计的主要依
托。 因此，泛海北上、移民他乡成
为了一代代人们生存发展的正
途，通过在远洋贸易中从事商业
经营、积累财富，不但形成了闽
南人人生规划的路径依赖，也使
闽南人形成了贵商业、重商贾的
价值观念；同时，以儒家为代表
的中原地区价值观，依靠文书行
政制度的推行， 在闽地逐渐扎
根， 尤其是宋代衣冠南渡之后，
中原文化对闽地有了更为深入
的影响，安土重迁、重农务本等
观念在闽南也深入人心。 两种由
地理、 环境不同形成的观念，在
闽南发酵融合。 一种多元并包的
文化心理逐渐形成———在对外
交往畅通的环境中，可以不断向
外开拓，在对外垦殖与商贸上大
规模发展；在海禁或海战的局势
下，依靠农业和手工业，延续家
族血脉、以财富回馈乡梓，同样
是人生经营的重要方向。 而且对
外开拓与退回守成两者并行不
悖。 到了明清时代， 在泉州、厦
门、漳州一带，商业成为主要产
业；在士农工商四民的位阶排序
上，商贾与农、工并重。

比较典型的是位于泉州与
厦门之间的安海， 在明代中期，
即使在海禁最严厉的嘉靖年间，
依然是“番船连翩径至，近地装
卸货物皆有所倚也”， 可见其官
方和民间航运贸易之发达。 到了
清中叶，随着早已有之的外夷侵
扰，海上商业变数极大、风险陡
增，虽然为商业经营增加了不确
定性，但是也提高了商人多方筹
措的运营能力，培育出海商以资
本思维维持家族永续发展的意
识，很多以家族为主体的商业巨
擘在东南沿海涌现出来，最具代
表性的是祖籍福建的伍秉鉴家
族。 随着清末洋务运动兴起，为
传统商业注入了工业元素，资本
积累迅速加快；官督商办企业在
地方的兴办带动了各地工商业
的发展，也培植了一大批地方性
商人和跨地域的大商人，这些人
具有的商业资本和官场人脉，使
其经营大规模慈善事业成为可
能和必然。 福建是洋务运动的扛

鼎之作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
的兴办地，由此，更是提高了福
建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催生了大
批闽籍商人、 企业家和慈善家。
闽南善商群体正是在这种历史
背景和地缘因素下出现的。

从林瑞岗、李清泉等人经商
的过程看， 他们大多出身贫苦，
但依然守正蓄力， 多方自谋出
路。 初期依靠熟人关系在码头出
卖体力赚钱，后来在粮行、油行
做伙计， 逐渐升任掌柜经理人。
他们秉持让利诚信的商业理念，
赢得更多同行信任、 积累财富
后，创设自己的商号。 若干年内，
把商号开到沿海、沿江、内陆等
地，可谓“经营谟操，奇赢多得，
远涉中外，往返瀛海”。 闽商贸易
往来于吕宋、上海等地，货物原
产地、周转批发地和最终贩售地
之间的贸易非常繁荣，此种情况
归因于近代南北运输的打通，也
源于当时兴起的银行金融业。 这
些条件，也使得社会民间资本得
以积累并快速流转， 为商人、民
间组织在慈善事业中成为中坚
力量提供了前提。

闽南善商的善行善举主要
依托于以下几方面：经营以慈善
活动为业的实体组织，如兴建寄
养院等善堂善会；在荒年发起义
赈、捐资助赈；在百废待兴的时
机， 协同官府组织修缮公共设
施，并直接捐钱助资；倡办义塾，
培养读书人，也倡办以培养手工

业、 商业为技能的教育组织，发
展养教结合模式；包揽了施粥舍
衣舍药义葬等传统慈善项目，还
适应闽地地方特色，发挥宗族法
堂的作用，邀请远近乡绅，公断
纠纷， 承担了一些平息事端、解
除诉讼的职能。

闽商慈善事业是中国近代
慈善的一个缩影，主要表现为以
下两方面。一是商人介入并主导
倡办慈善机构。把这一特点放在
慈善形态变迁历史中去看，就能
映照出晚清时期慈善的特殊性。
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人的财富缺
乏流动转移的渠道，要想保证其
资产的恒定和安全， 往往寻求
与政治结合， 而政治具有不确
定性因素， 社会无法建立商业
价值可以长远存续的预期，商
人和资产拥有者在追求财富传
承时也比较受挫， 重本抑末的
主流价值观使商人阶层无法成
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精英。慈善
是一种公益性质的事业，公众普
遍认为其倡导者和主办者应是
政府，或是有官方背景的士绅阶
层，商人阶层办慈善则会被质疑
其动机。 到了晚清时期，社会结
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商业价值开
始被普遍认可。最早的通商口岸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所
在的沿海地区，较早地接受了世
界通行的商业制度，理解了商业
逻辑，所以，这些地区的商人地
位也较早地获得了提升，商人参

与慈善的热情高。 这一点上，闽
东和闽南的善商可谓开风气之
先。二是传统的慈善精神在近代
有了现代性的承接方式。闽商慈
善事业中，有很多都是通过慈善
信托和慈善基金会实现的，很多
善商如胡文虎、陈嘉庚，都有自
己家族的慈善基金会，在这一点
上，也为中国近现代慈善开出一
片新天地。

奉行儒家积善成德、
立德不朽

结合闽商这些善行善举，以
及个人书信往来和时人评价，可
以发掘出其慈善动机。

很多善商被清廷表彰嘉奖、
封官赐爵， 完成了由传统商人向
儒商的转变。从世俗层面来看，他
们的慈善行为， 有以捐资助款来
换取社会尊重的心理因素、 以有
形成本进行道德投资的浅层动
机，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近代
闽商慈善与一般捐资助款行为的
区别。 很多善商动辄捐资几千银
元， 而且但凡目力所及， 逢难必
捐，逢善必行，持续一生。 另外，一
些善商在多方参与义赈后， 声名
不胫而走， 官府的嘉奖实属不期
而至。 所以，这种慈善行为，必然
有更高级别的深层动机。

孟子说：“苟为善，后世子孙
必有王者矣。 ”孟子说的王者，并
不是狭隘的某一政权之王，或是

金钱财富、 声望权势的主宰者，
而是超越时代的精神王者，是创
造价值观念的开创者。 在这个意
义上，为善是实现内在超越的重
要途径。

积累到一定财富规模的商
人，必定面临对即时利益与永恒
价值取舍的思考。 受过儒家教化
的人，因为有了对永恒价值的理
解，至少在内心建立起一个比较
的维度，能够清醒地分辨有价之
财与无价之义，有了这一高下境
界的认知，其实是能把逐利需求
拉回到理性轨道上的。 这正是产
生儒商的文化基础。 闽南“民业
儒商，又经二朱先生过化，是以
科第之盛宋元于今，商则襟带江
湖，足迹遍天下”，二朱即朱松、
朱熹父子。 朱松在泉州做镇监之
时， 把教化带到闽南偏远之地，
他用义重于利的儒家思想教育
当地人，对当地形成儒商传统影
响较大。

家国同构传统
肇始的慈善动因

闽南自古以来就背朝内陆、
面朝大海，在跨洋谋生中，泛海
本就不易，旅居他乡、与异族同
居，更是巨大的挑战。 在长期应
对不确定因素、规避风险的经验
中，为了抱团取暖，闽地沿海居
民形成了更深切的族群认同。 宋
代以后进入福建的客家人，因为
要保持其宗族信息的完整可靠
性， 多数家族都通过修订家谱、
族谱，使宗族信息确切无误地传
给后人，并以祠堂为核心展开村
镇的社会生活。 闽南原住民与客
家人逐渐融合，中原文化与海客
文化也逐渐融汇，两种文化因不
同的缘起而有相同的重视族群
认同的习惯，因此，到了明清时
代， 闽南人对家族传承的执着，
有着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程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近
代商人慈善的行为， 明显地出现
了跨地域性， 这也是通过近代邮
船铁路等技术发展实现的。 比如
很多善商不仅在闽南一地开展慈
善活动，其慈善施与对象，还涉及
了华北、华中、华东地区，通过票
号异地兑现等金融方式， 使善款
迅速调度到受灾地区。 在全国大
范围的赈灾活动中，信息、资源快
速流动， 一次赈灾等于是一次充
分的社会动员机会。 每一次社会
动员中， 国族意识都被建构、强
化， 国族是比家族更高的想象共
同体。 虽然由起源于欧洲的民族
国家观念被中国人接受， 是一个
长时间的过程， 但是从一家一姓
到一族一国， 儒家的家国同构理
念，在国族认同和“国家”快速建
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
共同的民族国家名义动员下，慈
善活动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据《学习时报》）

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异军突起的闽商慈善现象值得关注，闽南善商群体则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近代的闽商实力
雄厚，在公益慈善领域也积极有为。 杰出闽商曾少卿、林瑞岗、胡文虎、李清泉等人，开创了新的慈善模式和管理方

式，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慈善模式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慈善理念。

处于福州城市中轴线上的上下杭，不仅是闽商的发祥地之一，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见证
了早期福州与世界的贸易接轨以及八闽早期的贸易繁荣


